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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音”表达：单簧管演奏民族化风格形成的重要路径

邸晓嫣

［摘  要］以 1978年后包含单簧管的室内乐作品为研究对象，论述“腔音”表达作为单簧管演奏民族化
风格形成的重要路径。通过界定“腔音”概念，追溯其理论渊源及与汉语声调的关联，揭示
其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之重要元素的特征。从作曲家民族身份、传统文化题材、微分音化处理
三个角度，分析秦文琛、权吉浩、温德青、陈其钢、贾国平、梁雷、文子洋 7 位作曲家作品
中的“腔音”表达及演奏；最后论证“腔音”作为民族化重要路径的逻辑，并阐释“腔音”
是单簧管民族化与跨文化交流的关键媒介，具有推动东西方音乐对话交流的全球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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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簧管演奏的民族化风格如何形成？回答此

问题前，可对“小提琴民族化”经典之作——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稍作审视。《梁祝》的成功除

大量吸收了越剧的曲调外，更为重要的是借鉴了

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作曲家在总谱的演奏

说明中对此作出过详细说明［1］，将从二胡演奏中

借鉴而来的滑音技法分为三类，如半音范围内的

滑指、小三度音程内的同指滑指、大距离滑指等，

由此为作品增添了中国传统音乐之韵。如果说传

统曲调的引入是《梁祝》成功的表层原因，那么

在西洋乐器小提琴上借鉴民族乐器演奏技法则为

深层原因。滑奏所形成的腔化效果实则对应着我

国乐音的一种基本形态——“腔音”，其主要通过

“吟”“猱”“绰”“注”四类演奏技法实现。所谓

“吟”指以核心音为中心反复细微上下滑动，“猱”

指在核心音基础上进行较大幅度的揉弦，“绰”指

上滑演奏，“注”指下滑演奏。正如杜亚雄先生所

说：“‘腔音’充分体现出中国音乐与欧洲音乐的

区别和中国音乐的独特神韵。”［2］所以，单簧管演

奏民族化绕不开“腔音”表达这一核心路径。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的单簧管作品创作经历

了实验期、摸索期、成熟期、新时期四个阶段［3］，

尤其自 1978 年后，“腔音”形态的大量运用成为

一大整体创作特征。本文将以 1978年以来含有单

簧管的室内乐作品为例，分析作曲家如何运用腔

化手法，使西方乐器的演奏获得民族化风格。

一、“腔音”及其生成基础

（一）“腔音”概念内涵与理论溯源

“腔音”一词由杜亚雄和秦德祥在《“腔音”

说》［4］一文中提出，是从汉语构词法的角度对民

族音乐学家沈洽提出的“音腔”一词进行了修改，

是指“一种包含某种音高、力度、音色等变化成

分的音过程的特定样式”［5］。而 1927 年，音乐家

赵元任先生论述了中国音乐中“音高变化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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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对“腔音”以专门术语形式提出，但具有重

要的奠基作用。之后在 1968年，周文中博士在美

国大学作曲家协会上发表的《把单音看作音乐创

作中统一体：对各种音响特征中的具有结构性的

偏离的探讨》一文中说道：“在东方，所谓‘偏

离’和音响的物理特征一样，是音乐的必要的组

成部分，也具有与表情功能同样重要的结构功

能。”［6］他文中的“偏离”（deviation）即指一个音

从启奏至消逝过程中所产生的音高与音色变化。

而对单个音内涵的充分尊重正是东方音乐表达的

基本观念，也是东方音乐区别于西方音乐中直音

的重要特征。

“腔音”是对单个音的润饰，也称“音曲折”

或“腔化”［7］，在围绕某一音核的发声过程中，通

过滑奏、颤奏等方式对其进行腔化修饰，使其在

音高、音色、力度上发生变化，形成一种曲线之

美。改革开放后，“腔音”形态被频繁运用于音乐

创作中，并结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正如赵冬梅

所说：“中国现代作曲家在单个音思维向纵向拓展

的过程中，采用了将东方音乐的审美与西方现代

作曲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借鉴西方‘音色音乐’和

‘点描音乐’的作曲技术，通过人工的配器使单个

音的腔化过程在其他声部（或音色）完成，拓宽

了中国音乐从单一线条向纵向发展的空间。”［8］单

簧管的民族化演奏风格在此过程中获得极大推进。

（二）“腔音”与汉语声调的深层关联

“腔音”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广泛存在离不开

语言背景。与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语调而无声调不

同，我国大多数民族的语言包含语调和声调，即

同一音节的声调变化会引起语义变化。这种声调

语言直接成为“腔音”形态的生成渊源，进而将其

转化到古琴等多种民族乐器上，最终生成“吟”

“猱”“绰”“注”四类重要腔化手法，塑造了中国

传统音乐类似于语言的抑扬顿挫、生动细腻的旋

律风格。这一旋律陈述是中国传统音乐微观结构

的一大特征，正如李吉提所说：“这种微观结构，

不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经‘联合’结构成

为某种音程和节奏动向的动机，而是单个音自身

所瞬间进行的，具有相对独立表情作用的线性音

乐表述过程。”［9］声调语言对“腔音”的塑造不仅

体现在旋律原型的生成上，更渗透在音乐表达的

肌理之中。汉语声调的高低升降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形成连贯的语流曲线，这种曲线特性被“腔

音”承袭，转化为腔化旋律线条。在声乐中，“依

字行腔”的创作准则要求旋律走向与汉字声调的

自然起伏保持一致，如上声字的曲折声调会催生

出带有明显转折的“腔音”形态，去声字的下沉

趋势则对应“腔音”中的下滑处理，这种匹配既

保证了语义的清晰传达，又赋予音乐天然的语言

韵律感。与西方音乐通过音程关系构建旋律动机

不同，中国传统音乐的“腔音”将丰富的表情变

化浓缩在单个音的运动过程中，如同汉语中每个

字都承载着独立语义与声调信息。这种微观处理

让音乐表达具备了极强的细腻度，一个看似简单

的长音，通过揉弦速度的快慢、滑音幅度的大小、

力度层次的变化，能传递喜怒哀乐的复杂情感，

恰似人们说话时通过语气和语调的细微调整来表

达不同情绪的语言逻辑。如果说五声音阶是中国

传统音乐的骨架，那么由声调语言延伸而来的

“腔音”如同黏合剂一般，将其串联在一起构成独

特的诗意、韵味。正如周文中所说：“在语音上，

每个字的读音都有音调变化，通过语法难度不大

的字词连续来表达含义。因此每一个字即每个字

符 自 身 都 是 一 个 诗 意 的 、 图 案 的 、 声 音 的

存在。”［10］

二、单簧管作品中的“腔音”表达

（一）民族身份驱动的“腔音”转化

创作者原初的音乐语境、文化语境、生活环境

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创作特征。蒙古族作曲家秦

文琛与朝鲜族作曲家权吉浩在音乐创作中充分运用

了本民族音乐语汇，尤其是诺古拉颤音与摇声技法，

借西方乐器和体裁实现“腔音表达”的现代化延伸。

1. 秦文琛的诺古拉颤音

秦文琛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童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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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民间艺人常与其家人合奏民间音乐。蒙古族

音乐是他主要的音乐活动之一，这一阶段所聆听

到的音乐日后演变成其独特音乐语汇的基础。草

原文化是秦文琛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正如其本

人所说：“对色彩的理解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是独特

的、个人化的。很多年之后，我写了《太阳的影子》

系列作品，表述了我对童年时期草原的记忆。”［11］

为短笛、单簧管、双簧管和打击乐而作的

《太阳的影子Ⅷ》（2009），诺古拉颤音作为重要音

色变化手段被大量运用，分为 《夜空》《唢呐》

《消逝的歌》《尾声》四个乐章，每一乐章均通过

颤奏记号或装饰音模拟诺古拉式颤音，如第二乐

章第 78—83小节（见谱例 1），单簧管声部首先围

绕B音（以记谱音高为准，下文同），通过前倚音

A来修饰，随后A音作为稳定的音核，通过B音进

行修饰。同时，通过节奏的变化，为单个音的润

饰新增一种层次。双簧管声部由同音开始，通过

节奏的错位及音高渐变为二度碰撞，形成支声式

织体，从纵横两个维度完成对单个音的腔化。此

对位在秦文琛的创作技法中属于宽线条织体，即

指多个声部的横向旋律线条发展方向基本统一，

而各声部因在节奏、音高、演奏法上刻意设计的

偏差而形成大片错位的音响，如同民间多声部合

唱、合奏中的支声织体。虽然此处仅有两个声部，

但依然明显呈现节奏错位与音高偏离的特征。在

单簧管与双簧管的叠加下，形成一条较宽的诺古

拉颤音式腔化线条。单簧管自第 81小节起采用明

显的颤音，与双簧管声部形成密切呼应。

2. 权吉浩的摇声

在作曲家权吉浩看来，揉音 （vibrato） 是朝

鲜族音乐的灵魂之一，其听起来像是即兴式的，

颤动的音距和频率的快慢有严格的风格依据［12］。

在为六位演奏家而作的《震》（2006）中，权吉浩

通过演奏提示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揉音（见谱例2）。

谱例1    秦文琛《太阳的影子Ⅷ》第二乐章第78—83小节

谱例2    权吉浩《震》第15—18小节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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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文琛的做法类似，此片段单簧管声部与

长笛声部通过前倚音润饰。两个声部构成模仿复

调织体，且作曲家通过演奏说明和力度变化为单

个音横向发展过程中的腔化增添了更多层次。单

簧管声部由直音 E 起始，随后较大幅度颤音标记

出现，该音的力度随之加强，达到最强时加入前

倚音，由此形成从弱到强、从缓到急的声音渐变

过程。为使演奏者把握颤音幅度的变化，作曲家

通过绘制一条前后曲折程度不同的线条作为说明。

此外，根据音头的稳定进入看，此段落可分为 4
个乐节，除第 17小节开始的单簧管声部外，其余

每个乐节均为由弱至强，最后又回到力度弱（p）。

作曲家将该片段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单簧管演奏

力度的回归，整体构成类似“散—慢—中—快—散”

的结构发展，呼应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结构样式。

此段落采用曲折程度不一的线条表示腔化形态，

无不与朝鲜族独特的摇声技法相联系。

相较于直接添加颤奏记号，将单个音偏离过

程拉长、放大是秦文琛与权吉浩在模拟腔音效果

时常用的手法。而因音乐环境的不同，权吉浩采

用更明确的标记表示颤音过程的幅度、音距变化，

演奏时可运用较大幅度的“吟”的技法；秦文琛

则采用微分音高的碰撞，力图捕捉住颤奏过程中

存在的微分音高，因此，演奏时运用“吟”的技

法更切合作品的音乐风格。

（二）传统文化题材的“腔音”表达

相较于西方的无标题纯器乐作品，中国更倾

向有标题的器乐创作。这种标题并非简单的名称

标注，而是音乐与诗、画、典故、自然意境的深

度结合。既是创作者传递情感与哲思的显性线索，

也是听众进入音乐内核的隐性桥梁，背后折射的

是中国传统艺术意与象共生、情与景交融的独特

追求。

1. 书法线条的腔化表达

书法系列是作曲家温德青的重要创作类别之

一，代表作为《痕迹》系列，其主要受书法艺术

启发，意在通过音乐模拟书法线条之轻重、缓急、

粗细、厚薄、远近、浓淡，作曲家称其为“瞬变

作曲法”，即“以木管乐器的复合音为音高材料，

通过一组从一至九的洛书数列来控制音乐的时间

关系，使‘瞬变作曲法’有别于音乐创作上一般

对比因素通常呈相对块状的、稳定的、较长的、

段落性的音乐转换观念”（观点源自 2022 年第三

届杭州现代音乐节温德青的讲座《“瞬变”作曲

法》）。1997 年，温德青为单簧管与钢琴创作了

《痕迹Ⅰ》，采用多种细微的音高变化手法、力度

的频繁变化、自由速度等多种方式，塑造了一条

包含轻重、缓急的“书法线条”（见谱例3）。

自由速度给予了演奏者充分发挥的空间，钢

琴要用右手在黑键演奏滑音，同时左手在白键演

奏滑音。单簧管由稳定的 bB音起始，随后夹杂着

滑奏且越来越快的半音阶下行，音程距离最后缩

小至微分音。该段落充分运用滑音、特殊指法等

现代技法，通过速度渐变、音色对比，以及很弱

（pp）、弱 （p）、中弱 （mp）、强后转弱 （fp）、中

强 （mf）、很强 （ff） 6 种力度层次，将听觉与视

觉巧妙联结，描绘书法墨色中蕴含“枯湿浓淡”

变化细腻的中国艺术之美。围绕 bB音的腔化过程

展现的线条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之形美、韵美的

体现。

谱例3    温德青《痕迹Ⅰ》第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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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化”哲学思想的腔化表达

作曲家陈其钢的音乐创作融合了中西音乐思

维，借助现代作曲技法表达独特的美学观念，其

中为单簧管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易》（1986）、

双簧管协奏曲 《道情》（1994）、大提琴协奏曲

《逝去的时光》（1995—1996）等作品均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曲家针对《易》的标题缘由

作出如下解释：“之所以取此名，是因为此字可有

多种解释，而音乐本身所要表现的也不是很单一；

但主要取其‘变化’之含义，借以说明本曲不断

变化转折的内在情绪。”［13］在作品中，单簧管腔化

手法的运用不失为“易”的最佳例证。排练号 7
是单簧管在自由节奏（散板）下的独白，作曲家

在乐谱中注明：“*”是指单簧管演奏者放松嘴唇

压力，尝试模仿长笛的音色；“**”是指演奏者主

要靠嘴巴控制，演奏出自然的滑音 （见谱例 4）。

笔者将此句分成五个部分进行演绎，每个部分为

一个包含头、体、尾的完整结构“腔音”。第一部

分，不仅采用较大幅度的“吟”，同时也在演奏

“注”（下滑音）时，积极调整口腔内部形状，主

要通过降低舌头位置使 bB音滑落至微 bA音；第二

部分，为#C 音由强后转弱至强的力度，再渐弱至

弱的力度，伴随力度变化的同时需演奏较大幅度

的“吟”。由于单簧管哨片阻力较大，只靠调整气

息难以奏出明显的腔音，因此吹奏时既要加气、

减气，也要结合下牙齿、下颌的颤动。演奏第三

部分的“绰”时，关键是逐渐提升舌头位置，可

在演奏 bB 音时，先适度降低舌位再逐渐抬高，

使 bB 音丝滑地连接到 B 音。第四部分，是由很弱

到强再回到很弱的力度变化，强奏时易导致音偏

低，因此在力度最强处的#G音，应适当抬高舌头

位置，再缓缓降低，将音高落在微升#F 音上。第

五部分，为小七度大跳与上滑二度结合的极弱力

度的“腔音”，演奏时要始终以舌头的控制为主

导，从而增强头、体、尾不同结构部分的腔化

效果。

从作品题材维度来看，温德青《痕迹Ⅰ》与

陈其钢《易》的创作实践，展现了中国单簧管作

品标题与“腔音”深度结合的民族化路径。二者

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并非简单借用文化符

号，而是将书法、哲学转化为单簧管“腔音”演

奏的具体形态。如此既规避了西方无标题音乐的

抽象性，又让单簧管的“腔音”不再是孤立的技

法展示，而是成为承载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追求的

重要载体，为单簧管民族化风格的题材表达提供

了极具代表性的创作及演奏实践范式。

（三）微分音化音高偏移

微分音化的音高偏移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精

确记谱的微分音；其二是通过演奏技法而产生的模

糊化微分音。二者均为“腔音”表达的重要手法。

谱例4    陈其钢《易》排练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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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确化微分音

作曲家梁雷自 1999 年创作了长笛二重奏版

《湖》后，又为不同编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在音

乐学家李西安、音乐教育家谢嘉幸与梁雷的一次

对话中提到《湖》，李西安指出其中对大二度和小

二度音程的突出，梁雷对此回答道：“我特别喜欢

那种二度音程相互摩擦的声音！尤其是两个音越

靠越近时产生的微分音变化，非常美妙。每次我

都从相近的音频摩擦产生的微分音波动中体会到

一种奇特的感官刺激，很细腻又很强烈。”［14］梁雷

对微分音高的喜爱同样体现在为木管五重奏而作

的《湖景之六》上，如作品的第 63—65小节（见

谱例5）。

单簧管的演奏由 bB音起始，最后落在A音上。

在这一段落中，音高的浮动经过半音上行、半音

下行、1／4音下行、半音上行、3／4音下行五次

变化，演奏时首先运用技法“猱”围绕核心音 bB
音徐缓地上下滑动，再采用“注”的技巧由 bB音

至 A 音下滑，同时融入细微的力度变化，使“腔

音”的表达更为流畅、连贯、精准，使之成为具

有独立表情意义的结构单位。梁雷通过微分记谱

放大了单个音在强化过程中的细微音高变化，这

种做法与秦文琛有相似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梁

雷孩提时代非常着迷于蒙古族音乐家乌兰杰演唱

的长调民歌，亦震撼于潮尔大师色拉西的演奏，

他将蒙古族旋律中的腔化表达融入西方乐器单簧

管中，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焕发生命力。

2. 自由化微分音

所谓自由化的微分音偏移，即通过大幅度的

颤奏或滑奏来实现，与精确化的记谱不同，前者给

予了演奏者更大的展示空间，试图更贴合民间音乐

演奏中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即兴性。前文

中谈及的陈其钢《易》中散板“腔音”的弹性处

理、权吉浩《震》中揉音幅度的动态变化，已隐含

这种自由化音高思维的特征。但除了他们二人外，

作曲家贾国平为笙、琵琶、古筝与室内乐而作的

《时空的涟漪》（2017）中也有类似做法。作品的编

制为西洋乐器与民族乐器的结合，二者皆运用了腔

化手法。第 6—8小节（见谱例 6），单簧管声部由

短暂的下滑音开始，于升高 3／4的 C音上稳定后

加入大幅度的“吟”，较之传统演奏的标记来看，

此处的标记转变为幅度不平均的锯齿状，由此来凸

显腔音的不确定性和非常规性。微分音高存在于乐

谱中无法直观呈现，而听觉却能够感知。这一腔音

方式的运用与作品的创作灵感——“中国天眼”

（FAST）发现与宇宙脉冲星的三个信号片段直接相

关，是脉冲图的“音乐化”呈现。

此外，关于自由化微分音，不乏结合精确化

与自由化微分音手法的作品，青年作曲家文子洋为

六位单簧管演奏家而作的《深息极响》（2019）即

为代表作之一。如作曲家所言，创作灵感来源于川

剧中跳转的帮腔者们、土家族独特的打溜子、庙会

中移动的笙笛手以及仪式上作法的群僧［15］。作品

并未直接引用传统曲调，而是将中国传统音乐的声

音观念融入单个音腔化的微观层面。作曲家借用物

理学中的“密度”“重心”“速率”等概念，以细微

的声音变化改变音色的固有质感，为六支单簧管带

来多种音响模式。其中第43—46小节（见谱例7），
第一单簧管声部由含微分音的五连音起始，随后

在#F音上进行不规则的大幅度的“吟”；第三单簧

管声部在第 45、46 小节通过自由化的不规则的

“吟”与精确化的微分音程下滑实现 B 音的腔化。

这部作品可谓对单簧管音色结合可能性的大胆尝

试，如同一场关于其音响塑造的声音旅行。

谱例5    梁雷《湖景之六》第63—65小节

谱例6    贾国平《时空的涟漪》第6—8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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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音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中。五线谱

记谱法的引入，使音高在谱面上能够获得精确位

置，因此，借助微分音记号更便于作品保持演奏

与记谱的一致性；在单个音腔化过程中，音高游

移的轨迹也更为清晰。而以文字说明或图示的方

式更能展现中国传统音乐的即兴性。不论是以量

化或是模糊的记谱方式，其主旨均是结合现代作

曲技法以呈现中国传统音乐之意韵。

三、单簧管演奏民族化的启示：“腔音”价值

与全球化路径

（一）“腔音”表达何以作为重要路径

20世纪 60年代，我国单簧管演奏家倪耀池先

生在“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

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传统器乐经典作品

移植为单簧管曲，如用单簧管移植的板胡曲《河

北花梆子》、笛曲《姑苏行》、琵琶曲《妆台秋思》

等，摸索出单簧管“腔音”的奏法。从《河北花

梆子》到《吕·韵》，作曲家和演奏家已推出一批

颇具传统音乐韵味的单簧管作品，摸索出一些体

现中国色彩的演奏技法。如果说《河北花梆子》

是演奏家对传统器乐的移植探索，那么 21世纪以

来的青年作曲家和演奏家则突破移植局限，以中

西合璧的内容与形式创演作品，既立足于传统文

化根基、传递民族文化自信，又寻求国际化表达、

推动跨文化交流，这无疑标志着单簧管民族化迈

上了新台阶。

“腔音”重构了单簧管的乐音存在方式，使其

契合中国传统音乐对乐音的认知。西方古典音乐

体系中，单簧管的乐音以固定音高、音色稳定为

基础，强调音与音之间的逻辑关联，乐音本身是

服务于结构的功能性单元。而中国传统音乐以

“腔音”为基础，将单个音视为承载情感与韵味的

独立表达单位。单簧管的“腔音”表达，通过滑

奏、颤奏、微分音偏移等处理，打破了西方乐器

直音线性思维的局限，让乐音从静态的音高符号

转化为动态的韵味载体。这种对乐音本质的重构，

使单簧管得以脱离西方音乐的审美惯性，进入中

国大众以音传情、以腔表意的听觉认知体系，这

是表层旋律移植无法实现的。

“腔音”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基础。刘承华

采用“抛物线音形”表述中国传统音乐在声音形

态方面的特点，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论述该音形的形态特点。微观层面即单个音自身

变化形成的“腔音”形态，并由其组成了音乐中

谱例7    文子洋《深息极响》第43—46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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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乐句之间连接和宏观层面结构的发展［16］。

换言之，“腔音”如“母体”一般，由其演化出一

部完整且具张力的音乐作品。正如《道德经》开

篇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二）由“民族化”迈入“全球化”

如果说“腔音”是单簧管演奏民族化风格的

重要路径，那么民族化风格之后又将抵达何处？

中国当代作曲家不再单纯效仿西方，或仅是仿作

和复制过去的音乐，而将“腔音”这一中国传统

音乐中的核心声音形态创造性地运用，使其获得

文化身份特征。但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当下，仅

依赖于民族化风格远远不够，正如周文中先生所

说：“关键词是独立：独立于西方文化；独立于自

己的文化；独立于陈规陋习；还要自由于社会的、

政治的和专业的压力。”［17］当作曲家以独立的“世

界公民”身份进行音乐创作时，平等对话、全球

化互动的理想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作曲家贾国平曾撰文回答周文中先生提出的

“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一问。东西方音乐文化之

间真正的平等对话时代尚未到来，但笔者认为，

以“腔音”表达为重要路径，探索单簧管演奏的

民族化风格是此过程中的必要一环。所谓“独

立”，并不指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作曲技法，或

以一种全新的创作观念组织作品，而是在吸收各

国、各族音乐文化后，凝练出具有个性特征的音

乐语汇，完成作曲家创作实践层面的个体化建构。

“腔音”为单簧管从“民族化”的身份确立，

走向“全球化”的平等对话搭建了桥梁，也为打

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音乐规则，推动东西方音乐

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互动，积累了不可或缺的实践

经验。平等对话的“全球化”时代何时到来尚无

定论，但不论对于作曲家、演奏家还是音乐学家

而言，若自身的音乐文化内涵无法充分挖掘与吸

收，何谈融合、对话？通过前文的分析，诸如秦

文琛、梁雷、贾国平等中国当代作曲家已尝试将

“腔音”形态创造性运用在作品中，为中国传统音

乐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腔音”是单簧管演奏民族风格形成的重要路

径，更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焕发生命力的重要

载体。民族乐器并不是演奏“腔音”的唯一载体，

借鉴我国民族器乐常用的“吟”“猱”“绰”“注”

四类演奏技法，西洋乐器亦能够实现独特韵味。

总之，“腔音”在单簧管演奏中的核心价值之

一在于突破其固有的西方音乐表达范式，赋予乐

音承载情感张力与文化韵味的动态属性，为单簧

管演奏的民族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同时为中国

当代音乐突破西方主导的创作规则、实现东西方

音乐平等对话提供可能。本文的研究成果既为单

簧管民族化创作与演奏提供理论参照，也为其他

西方乐器的民族化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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